


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共土地改革
研究的新进展



赵正桥

［摘 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丰富。之前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的研究多采取传统

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革命史分析模式;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热潮，从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法学及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借鉴现代化、国家—社会关系、行为与心态乃至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内容涉

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群众动员、政治仪式、国家认同以及乡村民众的土改记忆等问题，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新成果不

断涌现，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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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号召大学

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以潘光旦、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者深入土地改革一线参观

考察，先后发表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等作品。与此同时，为了证明土

地改革的正义性和进一步指导各地的土地改革，各级政府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土地改革的书籍，①

这些著作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图景和资料。土地改革

作为 20 世纪中国大陆的重大事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陆史学界不断有相关的论著，②这些

著作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中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

述，对各个时期土地改革的背景、政策的来龙去脉、实施经过进行了梳理。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往的不断加深，大陆学界出现了跨学科的乡村研究热潮，土地改

革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分区域、分时段的

土地改革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涉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群众动员、政治仪式、国家认同以及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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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编《土地改革参考资料选辑》( 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1 年版) ，韦央编著《土地

改革问题讲话》( 劳动出版社 1951 年版)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 ，石础编著《中国土地

改革的伟大成就》( 中华书局 1953 年版) ，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土地改革手册》(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 ，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

编《土改后农村新景象》( 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 1950 年版) ，苏南人民公署土改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的苏南农村》《土地改革后的

苏南农村》《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等三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地主罪恶种种》《上海市郊区、苏南行政区

土地改革画集》等。
如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杜润生主编，诸班师、赵增延、董志凯等编著《中国的土地改

革》(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 二十世纪上半期》(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版) ，何东、清庆

瑞、黄文真、王钦民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 青

岛出版社 1993 年版)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 1921—1949) 》(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荷夫:《土地与农民》( 辽宁人民出

版社 1988 年版)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 江西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等。



民众的土改记忆等问题，①这些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将考察视角从国家层面转向村庄层面，从政治层

面拓展至社会层面，从政策实施层面延伸至社会心理层面，深化了土地改革史研究，为开展土地改

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 革命史范式的新解读

在生产关系分析范式中，研究者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维框架，认为

土地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改革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土地制度( 生产关系) ，从而促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革命史的叙述范式中，革命的根本原因被归结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消

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正是农民革命的核心之一。② 一些论著甚至将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

的实质归结为农民问题，又将农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就成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③ 按照这种范式，土地改革是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革命事件，因而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④ 而农民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是结束由地主统治的政权，代

之以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在革命分析范式中，地主以其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力，同时握有

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由地主控制的政权成为剥夺与压迫农民的工具。⑤ 满永认为:“土地改革运

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

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

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

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

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

方式也开始形成了。”⑥杨奎松指出，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一度尝试过采取和平土改这种办法和态度

来解决土地问题，但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改行极为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
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方针。这一做法虽然不久即得到纠正，但和平土

改作为一种方针并未得到认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新区土改对地主过于温

和，再度推动激烈的土改运动，“和平土改”遂成为阶级调和论的一种代名词而遭到根本否定。⑦

满永在《土地改革与建国初乡村政权的合法化建构》一文中认为，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

革中延续了阶级斗争的方式，甚至是主观塑造一种阶级话语，同样出于建构自身乡村统治合法性的

考虑。郭于华指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
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

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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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启云:《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土地改革》(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

究: 1941—194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学强: 《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 1941—
1951) 》(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 通过学术期刊网和其他

期刊网络机构的查询，有一批以土地改革为主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一平: 《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

( 1949—1952) 》( 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 年)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

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1997 年) ，李康:《西村十五年: 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 冀东村庄

基层组织机制变迁》( 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 年) ，王世忠: 《解放战争前后( 1946—1951 ) 山东沂水土地改革和社会

变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系，2006 年) ，谢雨阳:《解放初期湘潭县的土地改革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历史

系，2007 年) 等。
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郭德宏:《土地改革史若干问题论纲》，《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李海金:《“符号下乡”: 国家融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1 期。
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满永:《政治与生活: 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 年第 3 期。
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而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

民”，而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是“阶级的一分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①

台湾学者陈永发指出，共产党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一方面满足自己

对战争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施恩泽于贫苦农民，造成贫苦农民与地主富农的势不两立，而不得不

同中共结成“命运共同体”，农民没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

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

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②

二 国家—社会关系分析

学者们还注意到土地改革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十分复杂，远超出革命史范式所论述的统治阶

级( 地主) 与被统治阶级( 农民) 的简单关系，因此，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应该超越简单阶级对立与

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审视土地改革的政治意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逐步成为中

国农村史研究的主流，自然也影响到了土地改革研究。
一些学者分析土地改革对农村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即是从政党、国家、民众关系的视

角予以探讨。③ 另一些学者指出，土地改革前夕农村土地的集中度和租佃率实际上低于共产党领导

人的估计，因而土地改革对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土地改革的作用主要

在于它重塑了国家—社会关系，即它使国家有效地实施对乡村的控制。④ 还有学者将土地改革视为

政党动员民众的方式，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由此对农民进

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引导农民打倒地主权威，建立起以农民阶层为中心的新的农村权力

结构。土地改革也是适合农民特点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成功地把农民塑造成为革命所需要的“政治

人”，中国共产党运用强制性的手段使农民获得土地，而获得土地之后的农民则全力支持共产党，从

而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政权建立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⑤ 樊佩佩以

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将土地改革视为外部性的制度植入，分析其如何再造阶级

和重构社会结构。她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阶级”概念输入给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建立

了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与社会秩序，但由于这种阶级划分与社会分层并不完全吻合，因而也缺乏

稳定性，只不过是政党与国家实施社会整合的手段。⑥ 杜润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作为

一项经济制度变革，又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动农民自求解

放，实现‘土地还家’的同时，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 20 世纪的历史任务: 重组基

层政权，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政令统一，获得巨大的动员能力”。⑦ 何军对关中地

区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说明，在自耕农占绝对多数的关中地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地权变动对多

数农民的意义不大，倒是呈现为明显的“政治土改”，因为土地改革彻底打破了当地农村传统的权力

文化网络，并按照中共意识形态重建了乡村社会结构，重构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政治上导致

新的社会分层，重建了以中农、贫农和雇农占据绝对优势的乡村权力结构。⑧ 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

废除旧有的保甲制度并建立乡、村基层人民政权和农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强化了乡村基层

组织系统的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得乡村的基层政权掌握在贫雇农手中，由此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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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 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 台) 1996 年 92 卷第 1—3 期合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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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① 李里峰则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赋税征

收问题，认为“中共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

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国家

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② 因此，李里峰认为，土地改革的重要功能，在于重

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③ 陈益元、黄琨以湖南省攸县为个

案的研究说明，在土地改革中，土改工作队的组织、阶级成分的划分、乡村政治精英的重塑等举措改

变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乡村权力发生转移，党政权力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导

力量。同时，新的、良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建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比如，如何实现国家政权下

移之后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和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等。④ 朱晓凤对河南省杞县的研究也显

示，土地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经济上给农民土地，而是政治上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并对农村社会风

气予以改造，宣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张。⑤ 张鸣对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特

别注意到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之间的矛盾。⑥

美国学者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运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 简称满铁) 根据 1940—1942
年间调查编成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中的材料，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

村》一书中使用“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核心概念分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历史过程，认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

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而进入 20 世纪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

基础。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并且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落
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从而丧失乡村精英的沟通与支持作用，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⑦

张凯峰在《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一文中，运用美国学者杜赞奇关于农村“文化权力网络”理

论，指出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首先要推翻旧有的权力结构，继而要摧毁维系这一权力结构的文化

网络宗族、庙宇等，最终目标是建立起新的文化权力网络。这是共产党从弱到强，并最终赢得这个

国家的关键。

三 从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有学者尝试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土地改革运动的效果，认为土地改革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是现

代化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并将土地改革以及之后的农业合作化同视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⑧

杜润生提出，土地改革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农民是民主

革命主力军，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土改使农民获得土地，打破封建势力的垄断，方可解放生产力，推

动社会进步”。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土地改革在重新分配土地方面的成果未必巨大( 因为农村土地

本就是稀缺资源，农民实际可重新分配的土地有限) ，但正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需要打破地主对

土地的垄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这方面的意义绝不能轻估”。⑨ 另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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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 1946—1949) 》，《二十一世纪》( 香港) 200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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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0 页。
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0 期。
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农村变革回忆之一》，《百年潮》1999 年第 10 期。



者虽然同样以现代化研究范式审视土地改革，但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将土地改革放在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认为土地改革打断了正常的现代化进程，它的结果并不符合“革命者”的最

初预期; ①认为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大体相当，土地改革只是解决了政权问题，

而没有解决经济问题。董志凯将这一类观点归纳为对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和模糊

观点。她通过研究认为，土地改革后，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因此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

运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变革。② 李炜光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

战时财政动员》及高王凌的《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等文章也专门探讨了土改的经

济意义。黄宗智认为，地主从佃户手里收取地租，富农在赋予雇工工资等生活资料后榨取剩余价

值，这是中共开展土地改革的阶级分析基础，“表达性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

致”。③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核心概念是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形成制度，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

费用，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有学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对土改前后地权分配、雇佣关系

乃至借贷关系的变化深入考察，更好地认识土地( 资本) 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张红宇认为，

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就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胡元坤运用博弈论，从交易环境约束下利益

集团的博弈的角度研究新区土地改革。董国礼则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土地改革是国家推

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

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重新分配土地产权的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既然农民私有产权是源自国家

意志，土地改革之后形成的土地产权制度也自然会随着国家意志的转变而转变。④

王立民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上海与当时其他地区的地方土地改革立法有些差别。上海的特点

是实施办法和内容较为成熟，也更适合于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需要。上海的土地改革立法在上海

农村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此，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新的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同时也缓

解了当时市区失业的压力。⑤ 他指出，上海在 1950 年至 1951 年间制定了《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

施办法》等法规，并在这些法规指导下成功实施了土地改革。上海的土地改革立法适合了城市郊区

土地改革的需要，也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导致新的经济组织的产生，有助于缓解市区就

业压力等。⑥

四 行为与心态分析

作为对革命史范式的纠偏，学者们已经摆脱以地主—农民阶级对立的简单理论分析土地改革，

而是强调从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心理去更加立体地观察土地改革。⑦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土改中

的关于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及其应对措施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研究，⑧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

会重构: 苏南土地改革研究( 1949—1952) 》从微观的角度论述土地改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深入乡

村社会内部去观察土地改革的主角———农民，并且试图从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理解这个群体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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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民:《上海土地改革立法与近郊农村的发展》，《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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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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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社会行为。王瑞芳的《土地制度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

心的考察》考察了土地制度的变动过程中乡村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的基本状况，包括农民日常生活

方式的变化、乡村日常习俗的变化，以及农民在大变革中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状态等。①

莫宏伟有关苏南、湖南等新区土地改革的研究对农村不同阶层的心态展开研究，探讨了包括地

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商业者等在内的不同阶层面对土地改革的不同心态。莫宏伟对苏南

等地的研究显示，“真正拥护土地改革的是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农和雇农，其他阶层对土地

改革不是很热心，他们要么保持中立，袖手旁观; 要么消极抵抗，甚至出于本能地进行顽固反抗”。②

高剑平、刘平安等人的研究成果则考察了土地改革给农民传统的土地观念造成的影响。王瑞芳还

对富农在土地改革中的复杂心态作了探讨。③ 李金铮认为，“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

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

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

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

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

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

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

财产挥霍浪费……其中的复仇心态和绝对平均主义是以土改为媒介的农民传统心态的延续和放

大，表明民间传统会以变异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改过程中农民既兴奋又压抑

的焦虑心态”。④ 还有学者认为，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农民平均主义意识而发起的

强制性制度变革，由于“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断强化着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这种意

识主导了几千年来农民的行为选择。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了获得大多数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中共

中央将其土地国有的制度最终调整为农民所有制，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⑤ 李立志认为，“土地改

革不仅改变了既存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推动

了农民社会心理由‘知足常乐’到‘发展求富’、由保守到激进，以及阶级意识替代家族意识、领袖崇

拜替代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变迁”。⑥ 张一平对苏南土地改革的研究也关注到土地改革在政权建设中

的作用，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以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权力直

接扩展到乡村的每个角落，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重构……土改所形成的一个更为均平的个体农民

经济，为国家推行农业现代化计划以及集体化提供了基础，而阶级的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来的权

力结构，以及农民对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⑦ 张国仁对甘肃土地改革的研究则显示，当地农民由于

受传统伦理道德和天命观念束缚，又加上农民对土地改革认识不充分、农会组织不力、干部素质不

高，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内心纠结、疑惑、胆怯等心态。⑧ 万婷婷对瑞金沙洲坝村的微观研究显

示，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有着不同的心态。贫雇农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在政治上也享

受到最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具有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惧怕发财、怕多交公粮、怕提高阶级，其中一

些人还有着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盼望共产主义的到来，因而生产并不积极。中农在政治地位上优

于地主、富农，而在生活上好于贫农、雇农，因此这个阶层的农民心态复杂，一方面担心生产致富后

阶级成分提高，政治地位下降，另一方面担心增产后农业税加重，因而心态矛盾。富农的心态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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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相似，但忧虑和恐惧多于中农。地主则由于失去土地、财产和政治自由，心存不满。① 李里峰的论

文《变动中的国家、精英与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1945—1953) 》对中共土改的政

治运作和各阶层的心态做了较多的研究。
受到历史学越来越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转向了历史记

忆、民众日常生活、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制度等话题。如张小军在研究福建阳村的土地改革时，集

中讨论了阶级划分中的象征资本生产; 李放春通过考察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土地改革记忆，研究了

生活体验与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折射出农民的伦理观念与土地改革行为的内在冲突。②

库恩认为，一门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可能被“证错”或“证对”的，它不过是在那儿，就像一套合

身的衣服，只到发现它变得不合身了为止。一门理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

到越来越多的“怪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就会刺激新的理论出现，而旧的理论就像不合身的

衣服一样被扔掉。③ 土地改革研究经历长期的从生产关系、革命和阶级分析范式后，转向了现代化、
国家—社会关系乃至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些研究新成果的大量涌现，拓宽了人们的研究

视野。然而，范式分析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果处理不好，会陷入套用或滥用，不仅空洞、肤浅，

而且结构生硬，缺乏严谨的有创建的框架设定。因此，开展史学研究需要不断借鉴新的交叉学科的

研究方法，但我们在借鉴新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要学会变通，不能简单地机械模仿。

( 责任编辑: 林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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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autocracy． This paper surveys the“Shincho Shi”study in Japan and reviews its opinions centering
on the book“what is Shincho”．

Where is Jiangnan? —Jiangnan metaphor in the narration of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LIU Yong － hua
The witchcraft panic in China in 1768 mirrored the contradictory mentality of Qing Empire． The Manchu
regime was envious of the Han culture with Jiangnan cultu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and in the meantime
worried that their ethnic feature would be converted by Jiangnan culture． Jiaohun ( calling the soul back)
then was introduced as an illusion． This reflected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the imperial authoritarian regime．

New Development of CPC’s Land Ｒeform in the New Century ZHAO Zheng － qiao
Since the new century，there are increasingly mo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into such areas as power
operation，mass mobilization，political ritual，national identification，and land reform memory of the vil-
lage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politics，psychology，law and system economics． With wid-
ened research horizon and more research fruits，the study offers useful references to further study of land
reform．

( 葛鉴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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